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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保守？誰反對民主？

●  雷　頤

甘陽的〈反民主的自

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

由主義？〉一文「失

誤」的主要原因，就

在於脫離了基本語

境，而臆造了另外一

個「保守」與「激進」，

對「90年代中國思想

景觀」作了全面歪

曲，由此產生了一系

列嚴重的「誤讀」。

相對於80年代幾乎是「一邊倒」的

狀況而言，由於種種原因（有思想性

的內在理路，但更有非思想性的外在

因素），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保守」

之音空前強大。對此，已有許多人以

各自的方式作過各種各樣的分析和評

論，而《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以

「中國九十年代保守思潮」作一專題評

論，意義自然不菲。其中徐友漁、陳

曉明和張靜等人的文章，對此作了雖

不盡相同但大致準確的描述、概括和

分析，使人獲益匪淺。而甘陽的〈反

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

義？〉一文雖然洋洋灑灑被置於篇

首，但卻恰恰是篇扭曲事實的「文不

對題」之作。

所謂「保守」，是相對於既定狀

況、秩序而言。一般地說，要保持、

維護既定秩序或事物的原狀（這種維

護當然包括想使已經發生某種程度變

化的事物回到「原狀」的努力）便是「保

守」；反之，要改變既定狀況、秩

序，使事物的原狀發生變化的努力便

可謂之「改革」，而要在短期內不惜以

「非常之手段」使事物發生重大、甚至根

本性變化的，便是「激進」或「革命」。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文革結

束後中國開始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

中，主張維持文革時期或文革前的諸

種體制、反對否定文革和對這種經

濟、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觀點，便是

「保守」，反之便是「激進」；堅持「一

大二公」、嚴格計劃經濟的觀點便是

「保守」，主張「商品經濟」或現在所說

「市場經濟」的便是「激進」（文革結束

不久，就連「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

濟為輔」這種觀點都曾被視為有某種

「異端」色彩的「激進」。現在，此種觀

點已被認為是頗為「保守」了。可見，

所謂「保守」與「激進」總是相對於具體

狀況而言）；堅持狹隘民族主義、要

與「帝、修、反」「對7幹」、極力維持

封閉狀態、反對對外開放、引進外資

的便是「保守」，主張打開國門、對外

開放、向外學習、引進外資的便是

「激進」⋯⋯這便是今日所說的中國的

「保守」與「激進」的語境。離開這個語

境來談論中國的「保守」與「激進」，必

然會文不對題。

甘陽的〈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

民主的自由主義？〉一文「失誤」的主

要原因，就在於脫離了基本語境，而

臆造了另外一個「保守」與「激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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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誤讀」。

例如，他強以自己側身其間的美

國社會作為判定中國社會的「保守」的

標準，認為中國的「保守主義經濟話

語」是「以西方保守主義經濟思潮即經

濟不干涉主義（laisser faire）為理論根

據」的。也就是說，「自由經濟」理論

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中國持這種理

論也必定是「保守」的。甘文根本不顧

這種理論在中國長期被批判、至今

「私有化」仍難登「大雅之堂」這一事

實。

甘文不止一次地談到中國知識界

現在所謂「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和

「民主」的對立，並認為「這種保守主

義的基本形態往往表現為以自由主義

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甘陽甚至作

出了「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

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為反對

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

少，自由就越多；大眾參與越低，個

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

自由就越大」的論斷。這全然是有意

歪曲。不錯，「消極自由」的觀念現在

的確引起了中國知識界更多的注意和

談論，但這更多地是針對中國知識界

以往對此觀念注重不夠、了解不多而

言。而且，並沒有人將這一觀念與

「積極自由」和「民主觀念」對立起來，

而是強調兩者之間的互相補充，互為

依賴。在這一觀念的引進過程中，

甘陽八年前所寫的〈自由的理念：

五四傳統之闕失面〉一文的確起了重

要作用1。該文雖然不長，卻提醒了

中國知識界注意到這一為其忽略已久

的重要概念，使其對「自由」、「民主」

的理解較前更為全面、深刻，意義不

容小覷。而且，甘陽此文也是從補充

「闕失」這一角度來闡發的，並未將

「消極」與「積極」對立起來，也沒有

（現在的中國知識界仍然沒有）「以自

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至於其〈揚棄

「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

一文2，的確「保守」得可以，但該文

在大陸知識界的影響實在有限，姑且

不說能讀到該文的人本就不多，就是

讀到該文的人，大都對此深表不滿和

堅決反對，同時對他的觀點在如此短

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大（幾乎是一百八

十度）的變化驚詫不已。甘陽的這篇

文章倒的確是「以自由反民主」，但這

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也可說是思想的

誤區），有必要再次強調，大陸知識

界對此是強烈反對的。如果說甘陽現

在只是對自己個人的「失誤」作一番檢

討和反省，不僅無可非議，而且值得

歡迎。但可笑的是他把自己的「失誤」

誇大成「中國知識界」的失誤，我願意

相信這僅僅是由於他對「中國知識界」

的現狀了解不夠所致。民主、自由、

公平、正義等價值，一直是「中國知

識界」的主流所堅持的。卞悟的〈公正

至上論〉、〈起點平等如何可能——再

論公正至上〉、〈公正、價值理性與反

腐敗——三論公正至上〉、〈公正為道

德之基——四論公正至上〉就是這種

觀點的代表作3。對此，甘陽毫不理

會，並進一步歪曲說：「中國知識份

子幾乎普遍地擔心，在中國強調民主

只怕又會弄成『大民主』，強調『參與』

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眾運動』？」事

實是，恰恰是在對那種以「大民主」、

「群眾運動」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文革有

7切身的體驗之後，中國知識份子才

更強調和呼籲民主、民主精神和制度

化的民主。至於現在對民主的談論相

對（只是相對）減少，主要則是一種非

思想性的外在因素所致。對此，甘陽

想來還不至於健忘吧？看來，「站7

甘陽〈揚棄「民主與科

學」，奠定「自由與秩

序」〉一文的確「保守」

得可以，的確是「以

自由反民主」，但這

只是他個人的觀點，

大陸知識界對此是強

烈反對的。可笑的是

他把自己的「失誤」誇

大成「中國知識界」的

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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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反對民主？

說話不腰痛」雖是一句俗語，但還確

有所指。這也說明，甘陽所謂的「民

主」，其實就是他與崔之元等近來所

宣揚的文革式的高度專政。

在對「保守主義文化話語」的概括

中，甘陽認為「時人大多傾向於貶低

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傳

統」。「大多」的估計是否準確可以姑

且不論，但相對於80年代，強調「五

四」負面影響的論述的確猛增。就維

護「五四」精神或「五四」傳統而言，筆

者倒與甘陽一致，並多次撰文為「五四」

的一代辯護。但問題在於甘陽的進一

步論述：否定「五四」的「這種文化保

守主義同時也發展為對當代西方思想

學術的基本態度，即認為今天不應該

再重複五四傳統一味追隨西方激進思

潮的同樣錯誤，例如『後現代主義』、

『後殖民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等就不

適合今日中國的需要⋯⋯」這種無視

基本事實的概述令人震驚。只要對

90年代中國思想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

道：正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者和

「後殖民論者」與「前現代」「傳統論」者

幾乎是同時對「五四」作了激烈的否定。

為避免斷章取義，恕我較為完整

地引述中國「後學」的有關論述。《文

學評論》1993年第3期和1994年2月號

分別發表的鄭敏的〈世紀末的回顧：

漢語語言的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

〈商榷之商榷〉兩文，正是用拉康

（Jacques Lacan）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理論來論證「五四」白話文

運動「急躁」、「偏見」、「形而上」、

「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自

絕於古典」，所以成就不高。張頤武

在《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3期發表的

〈「現代性」終結〉一文寫道：「從『現

代性』這一概念的產生過程和發展來

看，它是在西方文化中出現的，以

西方的啟蒙主義的價值觀為中心建構

的一整套知識／權力話語。對於非西

方的社會和民族來說，『現代性』是

和殖民化的進程相聯繫的概念。」「對

於中國語境而言，『現代性』意味7以

西方話語為參照的『啟蒙』與『救亡』的

工程。這一工程始於鴉片戰爭後中國

的『古典性』的崩潰所造成的『主體』移

心的焦慮。」「『現代性』的中國化乃是

如何重建中國的『主體』的探索。它生

產了有關西方／中國的一整套『知

識』，試圖通過這套『知識』使得中國

的世界位置得以確立。」「這種知識必

須以西方話語作為唯一的參照系。西

方的文明隨7殖民進程而來的全球化

被中國的知識份子視為走向未來的唯

一選擇。因此，西方乃是無可爭議的

『主體』，它的文化的巨大的物質與精

神力量被視為最為進步的，它的創造

力和想像力被認為得到了最為充分的

發揮。」「這�有一個明顯的文化等級

制，西方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中國

已自居於『他者』位置，處於邊緣。中

國的知識份子由於民族及個人身分危

機的巨大衝擊，已從『古典性』的中心

化的話語中擺脫出來，經歷了巨大的

『知識』轉換（從鴉片戰爭到『五．四』

的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這一轉換的過

程，而『五．四』則可以被看作這一轉

換的完成），開始以西方式的『主體』

的『視點』來觀看和審視中國。這也就

經歷了一個將西方視點『內在化』的過

程。⋯⋯這個將自己處身其中的『文

化』他者化的過程，正是中國『現代

性』的最為重要的表徵。」新式知識份

子「被一套西方的話語所命名和書

寫」，「以西方式的能指指認一個本土

的所指」。「這種『他者化』可以說是貫

穿於整個『現代性』和『知識』生產之

中。這種生產的典型方式是通過中西

中國知識份子現在對

民主的談論相對（只

是相對）減少，主要

是一種非思想性的外

在因素所致。對此，

甘陽想來還不至於健

忘吧？這也說明，他

所謂的「民主」，其實

就是他與崔之元等近

來所宣揚的文革式的

高度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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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話語，提供一種有關中國的認

識的方式。」因此，「陳獨秀通過一系

列二元對立的編碼，以西方的視點將

東方的文化和社會作為一種次等的文

化。⋯⋯陳獨秀以一種普遍的世界主

義式的西方價值將中國『他者化』

了。」引入西方話語的這一策略是引

入「一個西方式的有關『普遍人性』的

神話。從這個『普遍人性』的觀念來

看，西方的啟蒙主義話語所建構的有

關『人』的偉大¸事是衡量一切國家與

民族的絕對化的標準。從魯迅對『真

的人』的呼喚到八十年代有關『人的本

質力量的對象化』及『主體論』的理論

思考無不無條件地認同於這一普遍人

性的價值觀。」他在文章結尾提出「有

關『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新知識的出

現以及『冷戰後』多極世界格局的出

現，使得『現代性』本身的反思與批判

成為當下文化的基本前提。⋯⋯『他

者化』的自我定位也在多元文化的潮

流中受到了有力的批判。『現代性』的

神話已被『解構』」。張寬在《讀書》

1993年第9期、1994年第10期介紹薩

伊德（Edward Said）和「東方主義」的文

章，實際上也用「後殖民」理論來否定

「五四」，並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

批判與「東方主義」相提並論。他在

《天涯》1996年第2期發表的〈文化新殖

民的可能〉一文，在得出了「德國法西

斯對猶太民族施下的惡行，乃是啟蒙

話語邏輯發展的必然」這一結論後便

明確寫道：「中國的五四運動，大體

上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

個橫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經指出過

的，西方的啟蒙話語中同時包含了殖

民話語。而五四那一代學者對西方的

殖民話語，完全掉以了輕心，很多人

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

話語，因而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採了粗

暴不公正簡單否定態度。」

對上引種種說法，筆者戲稱為

「五四精神」實際處於「前」「後」夾擊

之中，二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正

是這些「後學家」，對於甘陽先生頗為

贊同（筆者也非常贊同）的80年代的

「激進」作出了非常強烈的指責，對

「八十年代中晚的『文化反思』中，有

人罵翻了自己的祖宗八代」（張寬語）

大表憤怒，認為那是「在『啟蒙』話語

中沉緬的知識份子對西方話語無條件

的『臣屬』位置和對於『現代性』的狂熱

迷戀」（張頤武語）。有關討論已經很

多，僅《二十一世紀》就發表了不少有

關文章，甘陽為何都視若無睹？無視

這些還想勾劃「9 0年代中國思想景

觀」，真是勉為其難了。甘陽在文章

中堅定地表示「更拒絕以中國傳統之

名否定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五四』

以來的現代性傳統」，儘管筆者對甘

陽的這一觀點完全贊同，但還是想追

問一句：那麼，對上述那種以「後現

代」之名否定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

「五四」以來的現代性傳統，不知甘陽

是依然「拒絕」抑或欣然「接受」？請給

出一個態度來。

甘陽力主的「民主的自由主義」

也是筆者所贊同的，而正是中國的

「後學」既反「民主」也反「自由」，

張頤武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多篇

文章都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進行了

否定，張寬也說道：「自由、民主、

多元、作家的獨立性等等概念已經講

了多年，但關鍵在於在不同的歷史條

件下要有區別，而不能無條件地擁抱

這一連串的資本主義觀念⋯⋯我們今

天思考問題似乎不應停留在80年代，

而需要更進一步。」4可見，「西方激

進思潮」在中國的語境中完全可以變

甘陽在文章中堅定地

表示「拒絕以中國傳

統之名否定西方啟蒙

以來以及中國『五四』

以來的現代性傳統」，

但對於「中國後學」以

「後現代」之名來否定

這個傳統，不知甘陽

是依然「拒絕」抑或欣

然「接受」？請給出一

個態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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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保守思潮」，所以絕不能想當

然（但願僅僅是「想當然」）就把「西方

的「激進」當成中國的「激進」，把西方

的「保守」當成中國的「保守」。筆者多

次從維護啟蒙、現代性、「五四」、民

主、自由、「朝氣蓬勃的80年代」這一

角度出發，對上述中國的「後學」作出

批評，指出他們把一種原本是「激進」

的學說變成「保守」的，並多次強調引

述一種學理時一定不能忽視具體的背

景，否則就會「出洋相」。如果甘陽真

是反對「保守」，要維護啟蒙、民主、

現代性⋯⋯那就如一首流行歌曲所

唱：「請跟我來」——也對上述中國的

「後學」理論作一番分析和批評，而不

要像與風車作戰那樣反指對「中國

後學」的批評為「保守」。

另外，與對「五四」和80年代的否

定緊相聯繫的是一種狹隘的、排外的

民族主義思潮的流行，無論贊同與

否，都不能不承認這是「90年代中國

思想景觀」的一個非常重要部分，它

甚至可說是與「8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

相區別的一個標誌。不知甘陽在勾劃

「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時為何對如此

重要的社會思潮卻不提一句、不置一

辭。如果是有意不提，那麼他的「景

觀」便是嚴重歪曲的；如果是確實不

知，那麼他的「景觀」便是非常殘缺不

全的。而且，更不知甘陽對這一思潮

作何判斷？如果認為它是「保守」的，

那麼它是比甘陽所概括的「保守主義

理論話語」、「保守主義歷史話話」、

「保守主義文化話語」、「保守主義政

治話語」、「保守主義經濟話語」這

五個「話語」都要強勁得多的一個「話

語」，因此首先應對這個「話語」作出

批評；如果認為它是「激進」的，那麼

甘陽對「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所作的

「大體是從80年代末開始批判激進主

義思潮出發，日益走向保守主義甚至

極端保守主義」的概括就是不能成立

的，因為現在唯此「話語」為大，那就

應該得出「90年代中國思想景觀」是

「日益走向激進（民族）主義甚至極端

激進（民族）主義」的結論。二者之

間，不知道甘陽更願意選擇哪一個？

請不吝賜教。

由於甘陽對「90年代中國思想景

觀」作了一幅既殘缺不全又嚴重扭曲

的概括勾劃，並完全以一種學說在西

方語境中的「激進」、「保守」作為其在

中國語境中的「激進」、「保守」的標

準，所以該文後面的長篇大論無論顯

示出多強的「學理」，相對於這一論題

來說就不能不流於泛論，文不對題。

至於甘陽為何會如此嚴重地扭曲事

實、以偏概全，則不屬本文範圍。只

要指出一些基本事實，就完成了本文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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